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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本文基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2015 年 1%人口

抽样调查数据、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和腾讯研究院“互联网+”数字经

济指数,侧重于互联网平台发展的视角,讨论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对

劳动力回流的影响。 实证发现:(1)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提升了流动

人口的返乡意愿和实际返乡的概率,并且减少了本地人员实际外出务

工;(2)家乡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更加适配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增加是

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吸引流动人口返乡的主要原因;(3)异质性分析

显示,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对技能水平较低、流入城市生活成本和公共

服务门槛较高、流动机会成本较高的流动人口回流的吸引力更大。 本文

有助于探寻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劳动力流动的新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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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随着我国数字产业化与产业数字化的蓬勃发展,数字经济已成为近年来中

国经济发展最为活跃的领域。 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公布的数据显示,2011 年我

国数字经济规模为 9. 5 万亿元,2015 年增长至 18. 6 万亿元,2020 年进一步提升

至 39. 2 万亿元,对 GDP 的贡献已达到 38. 6%。 毫无疑问,数字经济的腾飞会

对未来的产业模式产生颠覆性的影响,深刻改变劳动力市场的供需格局,影响

人民的就业机会与收入水平。 凭借数字经济开放性、共享性、普惠性的特点,一
批三四线中小城市也正抢抓这一千载难逢的新机遇,结合自身定位瞄准平台经

济、零售经济等新兴经济模式,着力打造城市新发展引擎,吸引了一批在外流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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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力回乡就业的目光。
纵观前几次科技革命,技术进步均通过“创造性破坏”原有的生产模式,推

动了地区的经济增长。 而数字经济革命有着不同于以往的资源非竞争性、渗透

门槛低、边际生产成本低等特点,这些特点决定了数字经济的普惠性与共享性

(罗汉堂,2020),使数字化革命可以辐射到此前难以惠及的“边缘化地区”。 至

2020 年末,国家已开通 13 万个行政村的光纤网络,全国行政村通光纤和 4G 比

例已达 98%以上,优先支持深度贫困地区加快网络覆盖,打通了脱贫致富的“最
后一公里”。 互联网平台作为经济发展新动能的代表,也将触角伸向下沉市场,
2020 年全国淘宝村数量相比上年增长 26%,淘宝镇数量增长 57%,并且在中部

和东北地区,淘宝村数量相较去年翻了一番,淘宝镇数量增长了 76%,49%的贫

困县淘宝村在中西部地区,数字经济加快向欠发达地区渗透。 从数字经济发展

增速来看,贵州、重庆、福建、湖南等省份排在前列,数字经济也正由东南沿海逐

步向中西部地区推进。 可见,数字经济的红利促进了后发地区的产业转型升级

和经济增长,这些地区也凭借要素成本低廉、产业发展空间充足的优势驱动各

类市场主体向其转移。 相比于以前,这些地区拥有了更多的发展机会,就业创

造效应不断显现。
改革开放后,我国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大城市的高水平工资吸引,从农

村来到城市,从欠发达地区流向发达地区外出打工(段成荣和杨舸,2009)。 既

有研究表明丰厚的收入与适配的工作机会是劳动者所追求的目标,他们以此为

主要判断标准,结合迁入地的其他特征、中间迁移障碍、个人因素以及迁出地情

况做出流动决策(Lee,1966;夏怡然和陆铭,2015)。 由于数字信息的非竞争性、
零边际成本、正外部性的属性(Arrow,1962),数字经济发展对地区原有的经济

发展水平没有很强的依赖性(邱子迅和周亚虹,2021a),后发地区可以以低成本

直接引进成熟的数字技术,借鉴发达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经验,实现“蛙跳式”
发展。 更重要的是,平台经济降低了信息、金融服务甚至物流交易的获取难度

与成本,提高了生产要素的流通效率与市场的可达性(Chen
 

and
 

Wu,2021;
Carballo

 

et
 

al. ,2022),这打破了落后地区原本因地理距离带来的交通不便、信
息闭塞、金融服务不足等发展禁锢(谢绚丽等,2018;张勋等,2019,2021)。 落后

地区可发挥劳动力价格低廉、土地成本低、自然资源丰富的优势,吸引产业迁

入。 相较而言,发达地区长期处于信息流通的环境中,享有便利的金融与物流

服务,提升空间较小。 因此互联网平台发展对落后地区的积极效应更加明显,
能够有效缩小发展差距。 在数字技术革新背景下,相对落后的人口流出地会迎

来全新的发展契机,流动人口家乡的发展潜力增大,劳动力返乡的净收益上升,
一些外出劳动者的流动意愿可能发生改变,开始考虑回乡务工。 但至今鲜有文

献专门研究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返乡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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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使用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 (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数据(China

 

Labor-
force

 

Dynamic
 

Survey,CLDS)与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指

数,侧重于数字经济中互联网平台发展的视角,探究了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对劳

动力返乡的影响。 首先,使用 CMDS2017 数据研究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

口返乡意愿的影响,考虑到数字经济发展与城市其他方面的发展紧密相关,为
解决遗漏变量和反向因果引起的估计偏差,本文使用 Oster(2019)的方法检验

遗漏变量可能引起的估计偏差,并且利用户籍所在城市到杭州的距离和到广州

的距离的对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估计,发现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增强了流

动人口的返乡意愿。 其次,借助 2015 年 1%人口抽样数据,我们发现户籍地数

字经济发展吸引了流动人口实际返乡;然后切换研究视角,使用 CLDS2016 数

据,发现家乡数字经济发展会减少本地人员的实际外出务工,这意味着数字经

济吸引劳动力返乡不仅引得进还能留得住。 再次,机制检验的结果显示,家乡

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更加适配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增加效应是户籍地数字经济

发展吸引流动人口返乡的主要原因。 最后,异质性分析发现,户籍地数字经济

发展对低学历和农村户口、在经济发达和落户门槛较高城市流动、已婚已育和

中年流动人口的返乡意愿促进作用更大,这表明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对技能水

平较低、流入城市的生活成本和公共服务门槛较高、流动机会成本较高的流动

人口吸引力更大。 本文的研究结论不仅揭示了数字经济快速发展背景下劳动

力流动的新特征与新规律,还为破除阻碍劳动力流动的体制弊端,制定引导劳

动力自主流动的政策措施提供理论依据,对加快落实数字乡村建设和推进县域

经济发展也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本文余下部分安排如下:第 1 部分为文献综述与本文贡献;第 2 部分为研

究设计;第 3 部分展示了基准实证结果和稳健性检验,以及家乡数字经济发展

对流动人口实际返乡和本地人员外出务工的影响;第 4 部分进一步讨论了家乡

数字经济发展吸引劳动力回流的影响机制;第 5 部分进行异质性分析;最后为

结论与政策含义。

1　 文献综述

劳动力流动决策的本质是个体权衡收益成本并追求更高效用的结果(夏怡

然和陆铭,2015)。 为了追求更优质的就业机会、获取更高水平的工资,大量劳

动力不断进行跨区域迁移,流向能获得更高预期工资收益的地方 ( Lewis,
1954)。 但同时,基于劳动力流动的实证研究也发现,在以追求高收入与广阔就

业前景为核心目标的劳动力迁移中,地区的政策限制(吴贾和张俊森,2020;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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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鹏等,2020)、公共服务(夏怡然和陆铭,2015)、商业和生活服务品类的多样性

(张文武和余泳泽,2021)、生活成本(周颖刚等,2019)、环境质量(孙伟增等,
2019)和社会文化差异(李仲达等,2021)等也被劳动力视为流动时需要考虑的

重要因素。 劳动力个体会结合自身年龄、学历、家庭资源禀赋、婚姻状态和家庭

成员状况综合考虑,做出劳动力的流动决策(王子成和赵忠,2013;解永庆等,
2014;Démurger

 

and
 

Xu,2015)。 根据 Bogue(1959)的推拉理论,对流动人口来

说,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就业创业机会与更高的预期收入,导致

和流入城市相对差距缩小是劳动力回流的主要“拉力”;相对于户籍地,在流入

地城市公共服务更难以获得、生活成本更加高昂,并且还面临与亲人分离的痛

苦,是劳动力回流的主要“推力”。 这两股力量综合作用,会提升流动人口的返

乡意愿,使得劳动力选择由城市返回家乡。
数字经济作为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先机,不断释放其发展效应,已被证

实对地区经济增长、企业技术创新、金融资金流转、国际贸易、市场结构和产业

组织等方面具有重要推动作用(Graetz
 

and
 

Michaels,2017;黄益平和黄卓,2018;
Brynjolfsson

 

et
 

al. ,2019;鞠雪楠等,2020;赵涛等,2020;张洪胜和潘钢健,2021)。
同时,数字经济的热潮也给社会民生带来了无法忽视的影响,尤其给劳动力市

场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新科技的诞生创造了大量新就业机会(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a),得益于互联网企业的发展,在线文娱、直播零售、内容营销等

多样化就业模式也孕育而生,提高了个体灵活就业和机会型创业的可能性

(Mulcahy,2016)。 但新兴的数字化生产技术也降低了劳动力的比较优势,更多

出现以机器替代人的要素生产模式,挤占了中低技能劳动者的工作机会和相对

收入权(柏培文和张云,2021;Xie
 

et
 

al. ,2021),加速了劳动力市场结构的重置

(Acemoglu
 

and
 

Autor,2011;Graetz
 

and
 

Michaels,2018) 和劳动力的空间配置

(Faber,2020;陈媛媛等,2022)。
数字经济的内涵十分宽泛,凡是直接或间接利用数字化的信息或现代网络

通信技术来引导资源发挥作用的经济活动都可纳入其范畴。 现有文献已从各

种细分领域对数字经济如何影响劳动力市场展开研究。 起初,研究多集中于工

业生产中人工智能设备应用带给劳动力的影响(Acemoglu
 

and
 

Autor,2011;Frey
 

and
 

Osborne,2017;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a,
 

b;Graetz
 

and
 

Michaels,2018),
发现工业机器人替代了部分劳动力,其广泛运用可以提高企业员工的工资和劳

动生产率(Graetz
 

and
 

Michaels,2018),但也会使整体就业率降低(Acemoglu
 

and
 

Restrepo,2020)。 后续,数字基础设施、数字贸易、数字金融等对劳动力的影响

也成为热点话题。 学者或使用构建指标体系计算的指数,如北京大学数字普惠

金融指数(易行健和周利,2018;张勋等,2019,2020,2021)、清华大学中国电子

商务发展指数(邱子迅和周亚虹,2021b),或使用国家政策的外生冲击进行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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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如推行网络基础设施建设的“宽带中国”战略(赵涛等,2020;夏海波等,
2021;刘导波和张思麒,2022)、助推电子商务技术占领农村市场的“电商下乡”
项目(Couture

 

et
 

al. ,2021)等。 以上文献为理解数字经济各领域发展的影响提

供了丰富而深刻的见解,但稍显遗憾的是,互联网平台作为数字经济时代的典

型经济形式和组织结构,当前学术界对其的探讨还远远不足。
平台经济兼具协同性、共享性、精准性、普惠性、长尾性等特质,在理论上有

促进人民群众共享幸福美好生活的天然基因。 得益于小红书、微博等文娱平台

的创立,直播零售、内容营销等多样化就业模式孕育而生,提高了个体灵活就业

和机会型创业的可能性(Mulcahy,2016)。 美团、携程、飞猪等生活服务类平台

为生活便利性相关的服务业商铺和企业提供了良好的生存环境,丰富了产品和

服务的提供渠道,便于个体创业的开展(张文武和余泳泽,2021)。 领英等在线

求职平台通过减少信息摩擦,增加供应方对劳动力市场和特定公司信息的获

取,增加需求方通过公共档案获取工人信息的机会,提高了劳动者搜寻适配工

作的可能性(Wheeler
 

et
 

al. ,2022)。 借呗、京东金条等小额贷款平台使得借贷

更加便利,大大降低了创新创业者的借贷约束,降低了财务风险对商户的冲击,
有促进小微个体经营的作用(Hau

 

et
 

al. ,2021)。 淘宝、拼多多等线上零售平台

和 eBay、亚马逊等在线商务平台缩短了商家与消费者、企业与企业间的距离,通
过及时的信息传递,打开了商品的售卖渠道,有效对接供需(Chen

 

and
 

Wu,
2021;Carballo

 

et
 

al. ,2022)。 优步等零工经济平台不仅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

位,还允许劳动者在业余时间赚取额外的收入,通过为潜在创业者提供金钱收

益与自由支配时间的形式促进了当地的创业活动(Agrawal
 

et
 

al. ,2018;Barrios
 

et
 

al. ,2022)。 综上所述,类型繁多的互联网平台为劳动群体创造了灵活多元的

就业岗位和多样化的增收途径,极低的信息搜寻成本、便利的资金和服务获取

渠道也为个体创业者提供了丰富的发展机会,因此数字经济中互联网平台的发

展对劳动力有极强的就业创业促进效应和收入增加效应。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文的贡献可以总结为三个方面:
第一,关于劳动力流动影响因素的研究已十分丰富,技术进步(陈媛媛等,

2022)、制度限制(张吉鹏等,2020)、区域工资水平(夏怡然和陆铭,2015)、生活

成本差异(周颖刚等,2019)、基础设施建设(Diamond,2016)、公共服务水平(吴
贾和张俊森,2020)、空气污染(孙伟增等,2019)和劳动力个人家庭特征(王子成

和赵忠,2013)等各方面因素都会影响劳动力流动。 现阶段,数字经济作为新时

代背景下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急需推动引入数字经济发展这一因素

的劳动力流动理论创新。 本文使用腾讯研究院发布的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

指数,聚焦于数字化革命中互联网平台这一视角,着重分析互联网平台发展冲

击下劳动力流动的新特征、新规律及其根源。 我们发现,平台经济所特有的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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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性、共赢性和普惠性特质给流动人口家乡带来了很多与劳动力技能相匹配的

创业和就业机会,促进了劳动力增收,进而吸引了大批劳动力返乡。 这有助于

理解我国不同发展阶段的劳动关系,为合理引导劳动力自主有序流动,实现更

加充分、更高质量的就业提供经验支持。
第二,本文落脚于劳动力资源空间配置,推进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市场影

响的研究,有助于更进一步理解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已有关于数字

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市场的研究多聚焦于就业规模、工资水平、就业结构等视角

(Acemoglu
 

and
 

Autor,2011;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a;张勋等,2019;Huang
 

et
 

al. ,2020;邱子迅和周亚虹,2021b),忽略了这种新兴技术冲击对劳动力空间

配置的影响。 本文通过验证劳动力返乡意愿、实际返乡情况和本地成员外出务

工情况,层层递进、多角度地证明了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回流的影响,并
结合异质性结果,探寻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吸引的主要回流群体。 这对数字经济

对劳动力市场影响的研究具有很好的补充,更完整地刻画了数字经济对劳动力

市场的冲击,并且可以从侧面解释我国现阶段大城市“用工荒”频发的现象(牛
建林,2015)。

第三,本文以流动人口家乡数字经济发展为出发点,聚焦外出劳动力回流

到家乡这一特定流动方向,探究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是否提升劳动力回乡务工

的意愿,在乡村振兴背景下具有很强的政策含义和现实意义。 以往劳动力流动

的相关研究多局限于研究发达城市对劳动力的吸引或挤出(夏怡然和陆铭,
2015;周颖刚等,2019;张吉鹏等,2020),鲜有围绕迁出地经济活动对劳动力迁

移决策的影响进行分析(李芳华和姬晨阳,2022)。 关注劳动力回流的最新特征

和趋势不仅有助于厘清我国劳动力资源的空间配置现状,也对全面深化乡村人

才队伍建设,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步伐,激活县域经济推进乡村振兴有一

定的积极意义。

2　 研究设计

2.1　 计量模型

　 　 由于流动人口返乡时可能会直接返回户籍所在城市,也可能迁移到户籍所

在省份内其他城市。 为确定解释变量的测度层次,通过 CMDS2017 年中的问题

“如果您不打算留在本地,您打算回到家乡的什么地方”发现,在打算返乡的样

本中,有 62. 51%的流动人口打算返回农村,90. 63%的流动人口打算回到户籍

地所在县区。 可见,流动人口离开流入地城市后,大部分会回流到户籍所在城

市,仅有少量迁移到省内其他城市。 因此,本文使用户籍所在城市层面数字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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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指数作为基准模型的核心解释变量。
由于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中只有 2017 年的数据含有流动人口户籍所在

城市的信息。 为了与户籍所在城市层面数字经济指数相匹配,本文使用

CMDS2017 年数据进行研究。 为分析户籍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回流

的影响,具体构建模型如式(1):
Backhome ichpt = β0 + β1digith,t-1 + β2X ichpt + β3Zh,t-1 + γc + δp + u ichpt 　 (1)

其中,下标 i 表示家庭,c 表示流入城市,h 表示户籍所在城市,p 表示户籍所在

省份,t 表示年份。 模型的被解释变量Backhome ichpt 是流动人口 i 的返乡意愿,
若取值为 1 表示有返乡意愿,反之为 0。 参考吴贾和张俊森(2020)的研究,将流

动人口不愿意在本地居住五年以上定义为有返乡意愿,具体信息来自

CMDS2017 年问卷中“今后一段时间,您是否打算继续留在本地”和“如果您打

算留在本地,您预计自己将在本地留多久”两个问题。 digith,t-1 表示滞后一期的

户籍所在城市数字经济指数。 为识别户籍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

返乡意愿的影响,我们着重关注 β1。 如果 β1 显著为正,表明户籍所在城市数字

经济发展水平会提高流动人口返乡意愿。
由于劳动力的回流行为受到个体特征、家庭特征和户籍所在城市特征的共

同影响。 模型控制了个人及家庭特征变量 X ichpt,包含户主性别、民族、年龄、受
教育年限、流入所在城市时间、户口类型、是否有医疗保险、婚姻状况、子女个数

以及家庭月收入;还控制了滞后一期的户籍所在城市层面特征变量 Zh,t-1,变量

涉及了城市的经济发展情况、就业结构和公共服务水平,具体包括人均地区生

产总值、职工平均工资、商品房销售价格、第三产业增长率、第三产业就业占比、
城市登记失业率、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生均中小学教师数、每万人医院数。
同时,模型控制了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γc,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δp,并将标准误

聚类到户籍所在城市层面。

2.2　 数据和变量说明

本文主要考察户籍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对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影

响。 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程度使用腾讯研究院《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指

数》报告公布的中国 351 个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 腾讯研究院在 2015—2019
年间每年会发布前一年的城市层面的数字经济指数,该指数是使用腾讯微信、
QQ、支付、新闻、视频、云、城市服务、众创空间等十余个核心平台的数据,以及

京东的电商数据,滴滴的出行数据,新美大的生活服务及餐饮住宿和携程的旅

游等互联网平台的检测数据,结合城市统计年鉴数据,通过构建基础分指数、产
业分指数、双创分指数和智慧民生分指数,采用模糊层次分析法计算得到,具体

指标体系构建如表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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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指标体系

一级维度 二级维度

基础分指数
基础性移动互联产品数据

腾讯云数据

产业分指数
分行业微信公众号数据

分行业移动支付数据

双创分指数
App 数量

有效创业项目数

智慧民生分指数

服务项目价值分

服务质量星级分

月活跃用户数

用户回流率

用户满意度

重点行业丰富度

表 2 展示了“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与互联网发展水平(百人中互联网宽

带接入用户数、移动互联网接入流量)、数字化基础设施(互联网宽带接入端口

数)、其他平台经济发展水平(淘宝村个数)和电子商务的整体发展水平(快递

业务收入、电子商务销售额、有电子商务交易企业数)等变量的相关系数,结果

均在 1%水平上显著正相关。 这说明“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不仅能够反映我

国不同地区整体互联网平台的发展规模和程度,更多映射了与互联网、大数据、
通信为基础设施的数字新业态的发展情况。

表 2　 数字经济指数和数字化特征相关性分析

变量 1 2 3 4 5 6 7 8

1. 数字经济指数 1. 000

2. 百人互联网宽带

接入用户数
0. 489∗∗∗ 1. 000

3. 移动互联网接入

流量
0. 816∗∗∗ 0. 552∗∗∗ 1. 000

4. 互联网宽带接入

端口数
0. 634∗∗∗ 0. 645∗∗∗ 0. 895∗∗∗ 1. 000

5. 淘宝村个数 0. 513∗∗∗ 0. 787∗∗∗ 0. 677∗∗∗ 0. 672∗∗∗ 1. 000

6. 快递业务收入 0. 859∗∗∗ 0. 648∗∗∗ 0. 734∗∗∗ 0. 603∗∗∗ 0. 658∗∗∗ 1. 000

7. 电子商务销售额 0. 860∗∗∗ 0. 512∗∗∗ 0. 636∗∗∗ 0. 546∗∗∗ 0. 436∗∗ 0. 896∗∗∗ 1. 000

8. 有电子商务交易

企业数
0. 728∗∗∗ 0. 784∗∗∗ 0. 827∗∗∗ 0. 850∗∗∗ 0. 821∗∗∗ 0. 759∗∗∗ 0. 705∗∗∗ 1. 000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囿于可获得的城市数字化特征变量较少,此
处相关性分析采用的是省份层面的数据。 数据来自 2016 年《第三产业统计年鉴》 《中国宏观经济数据

库》和阿里研究院《中国淘宝村研究报告(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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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不同类型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进行分析。 图 1 展示了各类城市

2016 年数字经济指数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超大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最高,特
大城市其次,大城市再次,最后是中等城市和小城市。 总体上看,人口规模越大

的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水平越高。 图 2 展示了各类城市 2016—2017 年数字经

济指数增长率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中等城市和小城市的数字经济增长率相

对较高,大城市其次,特大城市再次,超大城市的增长率最低。 总体上看,人口

规模越小的城市,数字经济指数的增长率相对越高。 图 3 展示了各类城市

2016—2017 年数字经济指数增长值的分布情况,可以发现,中小城市的数字经

济指数的增量已经接近甚至超过超大和特大城市。 这意味着中小城市与超大

和特大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差距正在逐渐缩小。

图 1　 数字经济指数在不同类型城市的分布

　 　 注:按照 2014 年 11 月 20 日国务院发布的《关于调整城市规模划分标准的通知》,以城区常住人口为

统计口径,将样本中的城市划分为超大城市、特大城市、大城市(包括Ⅰ型大城市和Ⅱ型大城市)、中等城

市和小城市(包括Ⅰ型小城市和Ⅱ型小城市),图 2 ~图 3 同。

图 2　 数字经济指数的增长率在不同

类型城市的分布

　

图 3　 数字经济指数的增长值在不同

类型城市的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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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流动人口相关数据主要来自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CMDS)。 该数据是

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覆盖 31 个省(区、市)中流动人口较为集中的流入

地城市。 本文采用了含有样本户籍所在城市层面信息的 2017 年数据进行研究,
将样本限定为年龄在 16 岁至 60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并剔除流入城市原因为婚姻

嫁娶、拆迁搬家、投亲靠友、学习培训、参军、出生、异地养老的样本,以及流入所在城

市小于一年的样本,保留家庭平均每月总收入非负的样本,共得到 113661 个观测值。
其他城市特征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和《中国区域经济统计年

鉴》。 为缓解可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本文采用滞后一期的城市层面特征变

量。 表 3 展示了文章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

表 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1) (2) (3) (4)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被解释变量

返乡意愿(有= 1) 0. 208 0. 406 0 1
解释变量

数字经济指数 0. 812 1. 461 0. 106 25. 896
个体及家庭特征

户主性别(男= 1) 0. 532 0. 499 0 1
户主年龄 35. 953 9. 379 16 60
户主民族(汉= 1) 0. 959 0. 198 0 1
户主婚姻状况(已婚= 1) 0. 831 0. 375 0 1
户主受教育年限 10. 350 3. 282 0 19
户主户口类型(农村= 1) 0. 836 0. 370 0 1
户主流入年限 6. 721 5. 817 1 48
户主是否有医疗保险(是= 1) 0. 925 0. 264 0 1
子女个数 1. 074 0. 829 0 6
家庭平均月收入 / 元 7545 6003 20 200000

城市特征

人均地区生产总值 / 元 53595 30992 11892 215488
职工平均工资 / 元 58882 11756 36793 122749
商品房销售价格 / (元 / 平方米) 5621 3924 1495 45146
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 / % 42. 990 8. 743 26. 120 80. 230
第三产业就业占比 / % 52. 705 13. 240 17. 920 87. 030
城镇登记失业率 / % 3. 081 0. 768 0. 740 4. 690
财政支出占 GDP 的比重 / % 0. 214 0. 106 0. 077 0. 916
生均中小学教师数 / 人 0. 071 0. 014 0. 045 0. 134
每万人医院数 / 个 0. 602 0. 702 0. 090 8. 933
个体层面样本数 113661
城市层面样本数 2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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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实证分析

3.1　 基准 OLS 回归

　 　 表 4 展示了户籍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影响。 列

(1)只控制了个体及家庭特征变量,列(2) ~ (3)逐步加入户籍所在城市特征变

量和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考虑到流入城市包括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在内的其

他特征也会影响流动人口的返乡意愿,列(4)进一步加入了流入城市特征变量,
为控制流入城市的所有可观测和不可观测因素的影响,列(5)在列(3)的基础

上直接加入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列(1) ~ (5)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指数的回归系

数均显著为正,且逐步加入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时回归系数变化不大,模型的

拟合优度逐渐增大,说明户籍所在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越高,流动人口返乡意

愿越强。

表 4　 户籍地数字经济指数与流动人口返乡意愿

因变量:返乡意愿 (1) (2) (3) (4) (5) (6)

数字经济指数
0. 008∗∗∗

(0. 002)
0. 009∗∗∗

(0. 003)
0. 006∗∗

(0. 003)
0. 006∗∗

(0. 002)
0. 007∗∗∗

(0. 002)

数字经济指数(省份)
0. 002∗∗∗

(0. 000)

样本量 113661 113661 113661 113098 113661 285075

R2 0. 101 0. 109 0. 120 0. 125 0. 158 0. 166

个体及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流入城市特征 是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户籍所在省份特征 是

年份固定效应 是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括号内表示聚类到户籍所在城市层面的稳健

标准误,下文表中若无特殊说明均与本表相同。 列(4)中加入的流入城市特征变量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

值、职工平均工资、商品房销售价格、第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城镇登记失业率、财政支

出占 GDP 的比重、生均中小学教师数、每万人医院数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

考虑到列(1) ~ (5)中使用一年截面数据只能识别出户籍所在城市数字经

济发展程度的差异对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影响,无法识别出同一城市在不同年

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的变化对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影响。 列 ( 6) 还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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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MDS2016 年和 2017 年的混合截面数据,并控制省份固定效应,检验户籍所在

省份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对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影响,发现省份层面数字经济指

数的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表明户籍所在省份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流动

人口返乡意愿越强。
腾讯研究院还公布了省份层面的数字经济分项指标,为研究户籍地数字经

济的内在维度对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影响,我们将列(6)中省份层面的数字经

济指数更换为数字经济产业分指数、双创分指数和智慧民生分指数分别回归,
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双创分指数对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促进作用最大,这反

映出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创业群体活跃度、创业热情和创业能力的提高在吸引

流动人口返乡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受篇幅所限,具体回归结果作者留案备索。

3.2　 内生性分析

本文主要研究户籍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影响,但
是基准模型仍可能存在内生性的估计偏差。 第一是遗漏变量问题。 模型中控

制了户籍所在地经济发展、产业结构和公共服务等相关变量,尽可能减少了遗

漏变量问题,但依然存在如城市政治效率、交通便捷程度等不可观测因素,这些

因素不仅与城市数字经济的发展有关,也影响流动人口的返乡意愿,可能造成

估计的偏误。 第二是反向因果问题,流动人口返乡也可能推动户籍地数字经济

发展。 模型中统一将核心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滞后一期,一定程度上减弱了可

能存在的反向因果问题。
首先,本文使用 Oster(2019)提出的边界方法来检验因遗漏变量可能引起

的估计偏差。 该检验包括两种方法:第一,假设模型中不可观测因素与可观测

因素同等重要(δ= 1),且将不可观测因素放入模型后,模型的拟合优度增加到

Rmax = 1. 3R,如果经偏差调整后核心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 β∗ Rmax,δ( ) 依旧显著

不为 0,意味着加入不可观测因素不会对估计结果产生较大的影响,通过稳健性

检验。 第二,假设将不可观测因素放入模型后,模型的拟合优度增加到 Rmax =
1. 3R,计算使核心解释变量系数 β 为 0 时 δ 的取值。 若 δ 的绝对值超过 1,则意

味着要使核心解释变量的系数为 0,需要不可观测变量的重要性超过可观测变

量,但出现这种情况的可能性很低,通过稳健性检验。 表 5 列(1)显示,偏差调

整后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列(2)中 δ 的绝对值大于 1,表明忽略不可观测遗漏

变量导致的偏差,不足以影响基准结果的稳健性。 同时,δ 为负值意味着加入控

制变量和不可观测因素时,回归系数将更加远离零而不是接近零,即最小二乘

估计可能反映了数字经济指数对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影响下限。

123



　
　

　
经

 

济
 

学
 

报

　
2023 年 3 月

表 5　 Oster 边界方法的遗漏变量偏误检验结果

因变量:返乡意愿

(1) (2)

Bias-adjusted
 

β∗Rmax = 1. 3R
(bootstrapped

 

S. E. )
δ

 

for
 

β= 0
 

given
 

Rmax = 1. 3R

数字经济指数
0. 016∗∗∗

(0. 002)
-2. 667

　 　 注:∗、∗∗、∗∗∗分别表示 10%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其次,为避免反向因果和遗漏变量问题共同造成的估计偏误,本文参考张

勋等(2019,2020,2021)与邱子迅和周亚虹(2021b)的研究,选取户籍所在城市

与广州的球面距离和与杭州的球面距离的对数,作为户籍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

展程度的工具变量。 杭州是中国最大以及世界第二大互联网公司阿里巴巴的

诞生地,在数字商业、金融科技、智慧物流等领域开拓性创建了中国数字经济时

代的商业基础设施;广州是中国三大通信枢纽、互联网交换中心和互联网国际

出入口之一,坐落着酷狗、唯品会等头部互联网公司,拥有全国最大国际出口带

宽,在互联网硬件方面首屈一指。 这两个城市作为数字经济发展最发达的城市

之一,可以预期到与这两个城市的距离越近,数字经济的发展越有优势,工具变

量具有相关性。
表 6 展示的第一阶段回归中,列(1)户籍所在城市与广州和杭州的距离均

显著为负,表明离数字经济发展中心越近,城市数字经济水平越高。 K-P
 

Wald
 

F 统计量的值大于 10,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说明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

表 6　 工具变量回归结果

(1) (2)

第一阶段

(因变量:数字经济指数)
第二阶段

(因变量:返乡意愿)

户籍所在城市离广州的距离
-0. 878∗∗∗

(0. 098)

户籍所在城市离杭州的距离
-0. 206∗∗∗

(0. 041)

数字经济指数
0. 010∗∗

(0. 004)
样本数 113661 113661
(Centered)

 

R2 0. 825 0. 025
个体及家庭特征 是 是

户籍所在城市特征 是 是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K-P
 

Wald
 

F 值 45. 660
Hansen

 

J 检验 p 值 0. 714

　 　 注:∗、∗∗、∗∗∗分别表示 10%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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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工具变量的外生性,我们在模型中控制了尽可能多的城市层面特征变

量,来切断地理距离与遗漏变量之间相关性的可能性;此外,我们在模型中控制

了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同一个省份内城市的遗漏变量与城市到广州和杭州的

地理距离更无显著关联,强化了工具变量的外生性。 同时,Hansen
 

J 检验的 p 值

大于 0. 1,表明不能拒绝所有工具变量都外生的原假设,工具变量估计是有效的。
表 6 列(2)显示,使用 2SLS 方法估计后,数字经济指数的回归系数依然显

著为正,表明户籍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增加了流动人口的返乡意愿①。
CMDS2017 年数据中有返乡意愿的流动人口比例为 20. 82%,如果户籍地数字经

济指数上升一个标准差(1. 461),有返乡意愿的流动人口会增加 1. 461∗0. 01 =
1. 46%,占有返乡意愿流动人口比例的 1. 46% / 20. 82% = 7. 01%。 下文所有分

析均展示利用户籍所在城市到广州和到杭州球面距离的对数作为工具变量的

回归结果。

3.3　 稳健性检验

第一,本文参考 Conley
 

et
 

al. (2012)提出的置信区间集合方法(UCI)和近

似于零方法(LTZ),检验在工具变量并非完全外生时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表 7
列(1)结果显示基于 UCI 方法得出的数字经济指数系数的置信区间为[0. 003,

 

0. 086],列(2)显示使用 LTZ 估计出数字经济指数的 90%置信区间为[0. 005,
 

0. 047]②,这两个置信区间都显著大于 0,并且包含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出的数

字经济指数的系数 0. 01,说明在近似外生情形下,本文使用户籍所在城市距离

广州和杭州距离的对数作为工具变量的回归结果稳健。

表 7　 放松外生性蒙特卡洛模拟下边际的表现

(1) (2)

数字经济指数的 90%置信区间
UCI LTZ

[0. 003,0. 086] [0. 005,0. 047]

第二,本文选取的工具变量是户籍所在城市距离广州和杭州的球面距离,
考虑到杭州与广州分别地处长三角和珠三角城市群,距离两地的距离可能和创

业环境、政治效率、市民素质等不可观测因素相关,而这些不可观测因素同样可

能对流动人口的返乡意愿产生影响。 由于杭州和广州的周边城市,也即在长三

角和珠三角地区内部,城市层面遗漏变量和两个工具变量的相关关系可能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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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如果不控制流入城市固定效应,逐步加入流入城市特征变量,结果保持稳健。

 

在置信区间集合法(UCI)中,根据内生变量和工具变量对结果变量的回归,我们设定两个工具变

量对结果变量的回归系数 γ 的最小值为- 0. 015,同时对称取 γ 的最大值为 0. 015。 在近似于零方法

(LTZ)中,我们假设两个工具变量的 γ 服从-0. 015 到 0. 015 上的均匀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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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我们采取如表 8 的措施缓解这一可能的估计偏误。 列(1)剔除户籍地在上

海和深圳两座城市的样本,列(2)剔除户籍地在长三角城市群的样本,列(3)剔
除户籍地在珠三角城市群的样本,列(4)将户籍地在长、珠三角城市群的样本全

部剔除。 回归结果显示,列(1) ~ (4)中数字经济指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
并且和没有剔除样本的工具变量估计结果相近,基准结果稳健。

表 8　 工具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返乡意愿

(1) (2) (3) (4) (5)

去掉

上海和深圳

去掉

长三角地区

去掉

珠三角地区

去掉长、
珠三角地区

Lewbel
 

IV

数字经济指数
0. 009∗∗

(0. 004)
0. 009∗∗

(0. 003)
0. 009∗∗

(0. 004)
0. 009∗∗

(0. 003)
0. 008∗∗∗

(0. 003)

样本数 113526 94592 113094 94025 113661

Centered
 

R2 0. 025 0. 025 0. 025 0. 025 0. 000
个体及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K-P
 

Wald
 

F 值 28. 655 62. 749 33. 804 35. 815 132. 170
Hansen

 

J 检验 p 值 0. 683 0. 421 0. 703 0. 420
异方差怀特检验的 P 值 0. 000

　 　 注:∗、∗∗、∗∗∗分别表示 10%
 

、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第三,除使用传统的工具变量之外,本文参考 Lewbel(2012),利用外生变量

的异方差特征构建工具变量进行稳健性检验。 具体步骤为:第一,通过外生变

量 Z 对内生变量 X 最小二乘回归得到残差的估计值 ε̂=X-Zα̂;第二,令 Z1 包含

Z 的部分或所有元素(不包括常数项),􀭵Z1 为 Z1 的均值,构造 Z1 - 􀭵Z1( ) ε̂ 作为工

具变量,对原方程进行两阶段最小二乘估计。 表 8 列(5)展示了 Lewbel
 

IV 的估

计结果,结果显示,异方差怀特检验的 P 值小于 0. 1,拒绝了同方差的原假设,表
明模型中内生变量对其他外生变量回归后的残差存在异方差;K-P

 

Wald
 

F 值大

于 10,通过了弱工具变量检验。 使用异方差工具变量回归后,数字经济指数的

回归系数仍显著为正,且大小和使用到杭州和广州球面距离的对数作为工具变

量的估计系数相差不大,基准结果稳健。
第四,更换返乡意愿的定义方法。 表 9 列(1) ~ (2)通过“如果您符合本地

落户条件,您是否愿意把户口迁入本地”这一问题进行判断,回答有“不愿意”、
“没想好”和“愿意”三个选项。 列(1)将回答不愿意取值为 1,没想好或愿意取

值为 0;列(2)将回答不愿意或没想好则取值为 1,愿意取值为 0。 两列结果均显

示,户籍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会增加流动人口的返乡意愿,结果稳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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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更换返乡意愿的定义和使用滞后两期数字经济指数的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返乡意愿
(1) (2) (3)

更换返乡意愿的定义 使用滞后两期的数字经济指数

数字经济指数
0. 012∗∗∗

(0. 004)
0. 014∗∗∗

(0. 003)
0. 026∗∗∗

(0. 010)
样本量 113661 113661 113661
Centered

 

R2 0. 031 0. 024 0. 025
个人及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K-P
 

Wald
 

F 值 45. 660 45. 660 47. 552
Hansen

 

J 检验 P 值 0. 630 0. 340 0. 574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第五,为了减弱反向因果的可能性,且考虑到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程度对

流动人口的影响可能存在更长期的滞后性,表 9 列(3)采用腾讯研究院发布的

2015 年滞后两期的数字经济指数作为解释变量,数字经济指数回归系数依然显

著为正,结果稳健。
第六,更换不同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衡量指标。 表 10 列(1)将核心解释变

量替换为按照赵涛等(2020)研究方法计算出的户籍所在城市的数字经济综合

发展指数,该指数使用每百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信息传输、计算机和软件

业从业人员比例、人均电信业务总量、移动电话普及率和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

融指数五个指标进行主成分分析得到,一共覆盖 222 个城市;列(2) ~ (5)将核

心解释变量替换为户籍所在城市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人均邮电业务

总量、信息技术从业人员比例和淘宝村个数。 结果显示,更换数字经济指数度

量指标后,回归系数依然显著为正,结果稳健。

表 10　 更换数字经济衡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因变量:返乡意愿

(1) (2) (3) (4) (5)
数字经济综合

发展指数

每万人互联网宽带

接入用户数

人均邮电

业务总量

信息技术从业

人员比例
淘宝村个数

数字经济指数
0. 004∗∗∗ 0. 076∗∗ 0. 023∗∗ 0. 007∗∗ 0. 005∗

(0. 001) (0. 030) (0. 010) (0. 004) (0. 003)
样本量 112119 113661 113661 113661 113661
R2 0. 159 0. 158 0. 158 0. 158 0. 158
个体及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列(1) ~ (5)的数字经济指数分别使用户籍

所在城市的数字经济综合发展指数、每万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数、人均邮电业务总量、信息技术从业人

员比例和淘宝村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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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实际返乡的影响
 

前文已经验证了户籍地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水平上升会增强流动人口返乡

意愿的结论,但其是否会导致流动人口的实际返乡仍没有定论。 为了回答这一

问题,本文使用 2015 年 1%的人口抽样调查数据,将样本限定在 2014 年不居住

在户籍所在城市的流动人口,保留 16 岁至 60 岁的劳动年龄人口,剔除户口待

定的样本,检验其 2015 年返回户籍所在城市(县)的决策是否受户籍地所在城

市数字经济发展情况的影响。
表 11 展示了估计结果,继续采用回归模型(1)的设定,被解释变量为流动

人口是否实际返乡,我们设置了两个虚拟变量,一是流动人口是否实际返回户

籍所在城市,二是流动人口是否返回户籍所在县;解释变量为滞后一期(2014
年)的户籍所在城市的数字经济指数。 模型控制了个体及家庭特征、户籍所在

城市特征、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和一年前流入城市固定效应,标准误聚类到

户籍所在城市层面,并继续使用户籍所在城市到广州距离的对数与到杭州距离

的对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列(1) ~ (2)分别展示了户籍所在城市数字经

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返回户籍所在城市和户籍所在县的影响,两列中数字经济指

数的回归系数均显著为正,并且回归系数相差不大,表明户籍所在城市数字经

济发展会增加流动人口返回户籍所在城市的概率,并促使流动人口更多地直接

返回户籍所在县。

表 11　 户籍地数字经济指数与流动人口实际返乡

因变量:
(1) (2)

返回户籍所在城市 返回户籍所在县

数字经济指数
0. 001∗∗∗ 0. 001∗∗∗

(0. 000) (0. 000)

样本量 141171 141171

Centered
 

R2 0. 014 0. 012

个体及家庭特征 是 是

户籍所在城市特征 是 是

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一年前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K-P
 

Wald
 

F 值 53. 622 55. 957

Hansen
 

J 检验 p 值 0. 231 0. 231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个体及家庭特征包含性别、年龄、民族、户口、
受教育年限、流动年限、是否有医疗保险、婚姻状况和子女个数,由于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样本中没

有家庭收入信息,控制了家庭拥有小汽车的价值。 城市特征变量与基准模型相同。

为了更直观地理解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吸引劳动力回流的效果,我们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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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的估计结果进行粗略测算。 根据《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 年流动

人口规模为 2. 53 亿,2015 年流动人口规模为 2. 47 亿,相比于 2014 年减少了

600 万人。 根据腾讯研究院《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指数(2015)》,2014 年全

国各城市平均数字经济指数为 4. 879,若 2014 年所有流动人口户籍所在城市的

数字经济指数提升 10%,会使 2015 年返回户籍地的流动人口增加约 10% ∗
4. 879∗0. 001 = 0. 049%,约为 2. 53 亿∗0. 049% = 12. 397 万人次,占 2014—
2015 年回流劳动力总数的 12. 397 / 600 = 2. 066%。

3.5　 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人员外出务工的影响

上文发现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提高了流动人口的返乡意愿,接下来本文切

换视角,使用 2016 年 CLDS 数据①,分析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人员外出

务工的影响。 本文以家庭为研究对象,去掉户主户口所在地为本县区以外的样

本,借助数据家庭问卷中“家庭成员不住在家里的原因”这一问题,当回答为“务
工或工作”时,认为该家庭成员为外出务工人员。 因此,这里未外出务工的人

员,包括了从未外出和已经返乡的个体。 构建回归模型如式(2):
Work_outicht = β0 + β1digitc,t-1 + β2X icht + β3Zc,t-1 + δh + uicht (2)

其中,下标 i 表示家庭,c 表示家庭所在城市,h 表示家庭所在省份,t 表示年份。
方程的被解释变量Work_outicht 表示家庭 i 中是否有成员外出务工,如果至少有

一个成员外出务工取值为 1,否则为 0。 此外还将被解释变量更换为家庭的外

出务工人数、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占家庭劳动年龄人数的比例、家庭外出务工人

数占家庭总人数的比例和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占家庭全职就业人数的比例进行

检验。 解释变量digitc,t-1 表示滞后一期(2015 年)的家庭所在城市数字经济指

数。 X icht 为个体及家庭层面特征变量,包括户主性别、年龄、民族、受教育年限、
户口类型、是否有医疗保险、婚姻状况、子女个数和家庭收入,Zc,t-1 表示家庭所

在城市特征变量,包括人均地区生产总值、职工平均工资、商品房销售价格、第
三产业增加值占比、第三产业就业占比、城镇登记失业率、财政支出占 GDP 的

比重、生均中小学教师数和每万人医院数。 模型同时控制了家庭所在省份固定

效应 δh,将标准误聚类到家庭所在城市层面,并继续使用城市与广州球面距离

和与杭州球面距离的对数作为工具变量进行回归。
表 12 展示了模型(2)的回归结果。 列(1)是对有无家庭成员外出务工的估

计结果,结果显示,数字经济指数显著为负,表明家庭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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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 CLDS2016 年数据的原因是,腾讯研究院仅公开发布 2014 年到 2018 年城市层面的“互联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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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越高,家庭有成员外出务工的概率越低。 列(2) ~ (5)将因变量分别替换为家

庭的外出务工人数、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占家庭劳动年龄人数的比例、家庭外出

务工人数占家庭总人数的比例和家庭外出务工人数占家庭全职就业人数的比

例,各列中数字经济指数的回归系数也显著为负。 以上结果可以说明,家乡数

字经济发展程度越高,本地人员外出务工的概率、人数和比例均会越少。 这与

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吸引劳动力返乡的结论相吻合,并且表明数字经济吸引劳动

力返乡不仅“引得进”,还能“留得住”,就业逐渐呈现本土化趋势。

表 12　 户籍地数字经济指数与本地人员外出务工

因变量:

(1) (2) (3) (4) (5)

有无家庭

成员外出

务工

(有= 1)

家庭成员

外出务工数

家庭外出

务工人数占

家庭劳动

年龄人数比

家庭外出

务工人数占

家庭总

人数比

家庭外出

务工人数占

家庭全职

就业人数比

数字经济指数
-0. 059∗

(0. 032)
-0. 168∗

(0. 086)
-0. 030∗

(0. 017)
-0. 012∗

(0. 007)
-0. 041∗

(0. 021)

样本量 6113 6113 5977 6110 5575

Centered
 

R2 0. 113 0. 100 0. 104 0. 097 0. 083
个体及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所在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是 是

家庭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K-P
 

Wald
 

F 值 171. 875 171. 875 166. 460 170. 544 156. 184
Hansen

 

J 检验 p 值 0. 186 0. 148 0. 183 0. 189 0. 247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4　 影响机制分析

4.1　 就业创业环境

　 　 就业机会的多寡是影响我国劳动力跨地区流动的重要因素之一(杨云彦

等,2003)。 近年来,趁着乡村振兴的东风,在创新创业保障的实施、交通基础设

施的建设与脱贫攻坚工程建设的共同推进下,传统劳务输出地的县域经济迅速

发展。 同时,平台经济的下沉为小城镇创造了大市场,催生了大量的就业、创业

机会。 相较于传统工业时代简单、封闭的经济模式,数字技术打破了时间和空

间的界限,凭借透明化信息和低廉运营成本,弥补了后发地区先天不足的劣势。
越来越多的外出劳动者把目光瞄准到家乡这片沃土,选择带回积累的人力、社
会和金融资本回乡就业或者创业。

为了检验就业创业环境这一机制,本文继续使用 2016 年 CLDS 数据,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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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型(2)的设定,验证数字经济发展对稳定就业和增加创业机会的作用。 表 13
列(1)检验了家庭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劳动力失业率的影响,家庭劳

动力失业率使用家庭成员失业人数和家庭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比值计算,可以

发现家庭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会降低家庭劳动力失业率。 表 13 列(2)检验

了家庭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是否创业的影响,家庭创业的定义为家庭

户主职业类型为雇主或者自雇,可以发现家庭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可以促进

家庭创业概率的增加。 这说明,数字经济发展突破地域限制的优势愈发突出,
持续惠及经济欠发达地区,已成为拉动家乡经济增长的新引擎,培育了众多创

业新增长点,拓宽了劳动力在家乡的就业选择。 原本为生计所迫必须外出务工

的劳动力在家门口依然可以分享到数字经济红利,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就

业效应和创业效应是流动人口回流的重要吸引力。

表 13　 数字经济吸引劳动力回流的影响机制

因变量:
(1) (2) (3) (4)

劳动力失业率 是否创业 工作-技能是否匹配 Ln(劳均收入)

数字经济指数
-0. 012∗∗∗

(0. 003)
0. 027∗

(0. 014)
0. 027∗∗

(0. 012)
0. 034∗

(0. 018)

样本量 5991 6113 6113 5991

Centered
 

R2 0. 025 0. 189 0. 017 0. 945
个体及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家庭所在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是

家庭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K-P
 

Wald
 

F 值 166. 648 171. 875 171. 875 166. 648
Hansen

 

J 检验 p 值 0. 191 0. 995 0. 140 0. 278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4.2　 适配的工作机会

在数字经济背景下,与个体技能水平相适配的工作机会愈加成为劳动力流

动考虑的因素之一(Hassan
 

et
 

al. ,2019;陈媛媛等,2022)。 平台经济的发展和

电子设备的普及使人们的生产方式和工作模式发生巨大变化,乡村休闲旅游、
自媒体运营、电商直播、社区零售等就业模式逐渐发展,给后线城市注入了全新

的活力。 这些新兴的就业模式具有灵活性强、自主性高的优点,劳动者提供劳

务的时间与空间限制被大大降低(Kawashima,2017),涌现了大量的自由职业者

(Graham
 

et
 

al. ,2017),因而就业人员更有可能从事与自身技能水平更加适配的

工作。 因此,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可能会增加劳动力获得与自身技能适配工作的

概率,从而增加了他们回乡从业的动力。
为检验以上猜想,本文以衡量个人工作-技能是否匹配的虚拟变量为被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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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变量,继续采用模型 ( 2) 对此机制进行分析。 参照 Verdugo
 

and
 

Verdugo
(1989) 的研究,本文采用标准差实际匹配法 ( Standard

 

Deviation
 

Realized
 

Method)测度劳动力的工作和技能水平的匹配情况。 首先,在每个地区内部计

算每种职业劳动力受教育水平的平均值和标准差;其次,在每个地区每种职业

的劳动力受教育年限平均值的基础上加减一个标准差,形成一个区间,作为个

体在本地区从事此职业适配的受教育水平;最后,比较个体在本地区从事此职

业适配的受教育水平与自身实际的受教育水平,如果个体实际受教育水平在适

配受教育水平区间范围内,则认为其工作和技能水平是匹配的,此时被解释变

量取值为 1,否则为 0。
表 13 列(3)展示了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对家庭户主工作与技能水平匹配度

的影响。 结果显示,家庭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确实会提高劳动力工作与技能

水平相匹配的概率。 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新兴就业岗位能够使得劳动力

更大程度发挥出自身价值,进而促使劳动力有动力返回家乡。

4.3　 收入效应

迁入地的收入水平是吸引劳动力转移最直接的诱因(Sjaastad,1962)。 我

们使用家庭年总收入与家庭劳动年龄人口总数的比值计算家庭劳动力平均收

入,并以此作为被解释变量来验证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对本地家庭劳均收入的影

响。 回归结果见表 13 列(4),结果表明家庭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会增加本地

家庭劳动力平均收入,这也是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吸引劳动力回流的主要机制

之一。

5　 家乡数字经济发展更容易吸引哪批人返乡

以上我们已经发现家乡数字经济发展确实有效吸引了劳动力回流,但同

时,认清家乡数字经济发展更加吸引哪一类群体返乡是我们更为关注的重要问

题,这对正确把握劳动力流动规律,实现劳动力资源合理有序配置和释放数字

经济对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本文接下来详细验

证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劳动力群体返乡意愿的影响差异。

5.1　 区分劳动力高低技能水平

对不同技能水平劳动力的非对称作用是新兴技术冲击影响研究中颇为关

注的重点问题(Acemoglu
 

and
 

Restrepo,2018a;柏培文和张云,2021;Xie
 

et
 

al. ,
2021)。 为考察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返乡意愿影响的技能异质性,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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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按劳动力受教育程度和户口性质对流动人口样本进行分组。 表 14 列(1) ~
(2)展示了按流动人口受教育年限中位数(9 年)区分高学历和低学历的分组回

归结果。 可以发现,户籍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两组流动人口返乡意愿均有

显著正向影响,但对初中及以下学历较低的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促进作用更

大。 列(3) ~ (4)展示了对农村户口和城镇户口流动人口的分组回归结果,发现

户籍所在城市数字经济水平提高对农村户口流动人口返乡意愿有显著正向影

响,而对城镇户口流动人口返乡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表 14　 数字经济对不同技能水平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影响

因变量:返乡意愿

(1) (2) (3) (4)

低学历

(初中及以下)
高学历

(高中及以上)
农村户口 城镇户口

数字经济指数
0. 019∗

(0. 011)
0. 007∗∗

(0. 003)
0. 020∗

(0. 011)
0. 003

(0. 002)

样本量 67006 46655 95038 18623
Centered

 

R2 0. 018 0. 037 0. 022 0. 032
个体及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是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K-P
 

Wald
 

F 值 11. 100 104. 306 16. 942 27. 245
Hansen

 

J 检验 p 值 0. 308 0. 176 0. 851 0. 151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本文的这一发现与现有的研究数字经济对劳动力流动影响的文献结论不

同,陈媛媛等(2022)发现城市工业智能设备的应用更多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

迁入率,马述忠和胡增玺(2022)发现城市数字金融发展对高学历劳动力流入的

影响更为显著。 结论不同的原因在于,本文关注的技术进步的维度不同,更侧

重于以互联网平台为代表的数字产业化发展的影响;同时本文聚焦流动人口家

乡的数字经济发展程度,这些地区多位于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低,产业要

素活力差,先天不足的劣势明显。 互联网平台发展更多带动了以农产品零售、
直播带货等为代表的数字化岗位,这些工作对劳动力技能没有明显偏好,以较低

的就业门槛为更多低技能劳动者创造了新发展机遇,因此低技能劳动者更容易受

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吸引而返乡。 由此可以发现,数字经济正凭借着成本低、门槛

低、包容度高、普惠性强的特质,改变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对不同特质劳动力的吸

引力,引发了新的劳动力空间流动规律,深刻影响着中国的劳动力市场配置。

5.2　 区分务工城市类型

长久以来,受中国户籍制度的制约,流动人口在城市务工虽然可能获得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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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丰厚的收入和优质的就业机会,但同时也面临着医疗、养老、教育、住房等公

共服务提供不足的问题(张吉鹏等,2020),在城市中的生活成本也十分高昂(周
颖刚等,2019)。 同时我国城市间的分化程度十分严重,不同城市的生活成本和

与户籍制度绑定的公共服务获取难度均存在明显差异,这些因素均可能对劳动

力的流动决策造成影响(夏怡然和陆铭,2015)。 因此,随着互联网平台的下沉,
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对在不同城市流动的劳动力返乡意愿的影响可能不同。

为检验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对在不同类型城市的流动人口返乡意愿影响的

异质性,表 15 列(1) ~ (2)按照城市经济发展程度,将样本分为流入一线、新一

线城市组和流入其他城市组;列(3) ~ (4)直接按照城市落户门槛指数的平均

数,将样本按流入地分为流入高落户门槛组和低落户门槛组①。 可以发现,户籍

所在城市的数字经济发展情况对于在一线、新一线城市流动和在高落户门槛城

市流动的劳动力的返乡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对流入其他城市和低落户门槛城

市劳动力返乡意愿的影响并不显著。 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对在不同城市务工劳

动力的返乡意愿影响差异,很大程度上与流入城市的生活成本和与户籍制度绑

定的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供给不足有关,在经济越发达、落户门槛越高的城

市,外来劳动力要承担的生活成本就越高,能享受与本地居民平等的公共服务

的难度就越大。 由此,在家乡数字经济水平上升时,在经济发达、落户门槛较高

城市流动的打工者更倾向于“落叶归根” (张吉鹏和卢冲,2019)。 这一结果也

可以解释我国近年来东部地区发达城市为何出现大面积“用工荒”的现象。

表 15　 数字经济对在不同类型流入城市的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影响

因变量:返乡意愿

(1) (2) (3) (4)

按经济发展情况分组 按落户门槛分组

一线、新一线城市 其他城市 高落户门槛 低落户门槛

数字经济指数
0. 011∗∗∗

(0. 004)
0. 010

(0. 008)
0. 013∗∗∗

(0. 004)
0. 005

(0. 004)

样本量 42147 71514 61339 52322

Centered
 

R2 0. 044 0. 016 0. 028 0. 022

个体及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是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K-P
 

Wald
 

F 值 58. 287 35. 033 48. 737 36. 649

Hansen
 

J 检验 p 值 0. 131 0. 135 0. 847 0. 652

233

①

 

落户门槛数据来自于西南财经大学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公共经济与行为研究平台和中国家庭金融调

查与研究中心联合公布的中国城市落户门槛指数,网址为 https: / / chfs. swufe. edu. cn / info / 1009 / 1286. 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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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区分人口特征

最后,我们关注人口特征的异质性。 考虑到婚姻、子女、年龄等生命周期因

素会对劳动力流动决策产生很大影响,本文具体探究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对不同

婚姻状况、生育状况和年龄的流动人口返乡意愿影响的异质性。
表 16 按照样本婚姻状况和有无子女进行分组。 列(1) ~ (2)展示了已婚和

未婚流动人口的分组回归结果,发现户籍所在城市数字经济发展显著增加了已

婚流动人口的返乡意愿,对未婚流动人口的返乡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列(3) ~
(4)展示了有子女和无子女流动人口的分组回归结果,发现户籍所在城市数字

经济发展显著增加了有子女流动人口的返乡意愿,对无子女流动人口的返乡意

愿没有显著影响。 表 17 按年龄进行分组,考虑到 55 岁及以上的流动人口面临

退休,列(1) ~ (3)分别展示流动人口年龄在 35 岁及以下、35 岁到 55 岁和 55 岁

及以上样本的回归结果(35 岁为流动人口年龄的中位数),发现户籍地数字经

济发展对中年(35 岁~55 岁)流动人口返乡意愿有显著促进作用,对青年(35 岁

以下)和临近退休(55 岁以上)的流动人口返乡意愿没有显著影响。

表 16　 数字经济对不同婚育状况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影响

因变量:返乡意愿
(1) (2) (3) (4)

已婚 未婚 有子女 无子女

数字经济指数
0. 013∗∗∗

(0. 004)
-0. 003
(0. 004)

0. 012∗∗∗

(0. 004)
0. 005

(0. 006)

样本量 94409 19252 82919 30742

Centered
 

R2 0. 021 0. 023 0. 020 0. 022
个体及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是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K-P
 

Wald
 

F 值 43. 789 52. 357 39. 286 67. 885
Hansen

 

J 检验 p 值 0. 978 0. 122 0. 892 0. 492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表 17　 数字经济对不同年龄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影响

因变量:返乡意愿

(1) (2) (3)

青年

(年龄≤35)
中年

(35 ~ 55 岁)
临近退休

(年龄≥55)

数字经济指数
0. 003

(0. 004)
0. 015∗∗∗

(0. 004)
0. 013

(0. 011)

样本量 60168 50452 30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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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因变量:返乡意愿

(1) (2) (3)

青年

(年龄≤35)
中年

(35 ~ 55 岁)
临近退休

(年龄≥55)

Centered
 

R2 0. 031 0. 020 0. 031

个体及家庭特征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城市特征 是 是 是

流入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户籍所在省份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K-P
 

Wald
 

F 值 41. 269 46. 632 86. 291

Hansen
 

J 检验 p 值 0. 316 0. 302 0. 286

　 　 注:∗、∗∗、∗∗∗分别表示 10%、5%和
 

1%的显著性水平。

总体上,家乡数字经济发展主要吸引了在外流动成本较高的群体。 流动成

本是劳动力迁移过程中考虑的重要因素之一(王子成和赵忠,2013),不仅包含

劳动力迁移时发生的费用与遇到的障碍,还包括远离亲人无法照顾家庭的心理

调整成本(赵耀辉,1997)。 已婚已育的劳动力或 35 岁 ~ 55 岁的中年劳动力在

外流动时面临着配偶和子女的工作、就学的安置问题,心理成本和家属同行成

本较高;同时,他们背负了更多的家庭压力,可能会面临家中有配偶和子女亟待

照顾,或者老人无人赡养的问题,外出后与户籍地家庭的关联更强,在外流动的

机会成本也较高(赵耀辉,1997)。 相比之下,未婚未育或 35 岁及以下的新生代

流动人口在外流动成本较低,且对大城市生活的向往程度和融入度较高(解永

庆等,2014),因此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对其吸引力有限;55 岁及以上的流动人

口学习、适应新工作的优势和精力较弱(詹姆斯和克鲁格,2020),并且他们临近

退休,没有强烈地更换工作意愿,因此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带来的就业和创业

机会对其吸引力也较小。

6　 结论与政策启示

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不可避免

会深刻影响我国劳动力市场格局,引发劳动力流动的新特征与新规律。 本文使

用 2017 年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和腾讯研究院中国“互联网+”数字经济

指数,考察了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口返乡意愿的影响。 使用工具变量

的估计结果发现,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会提升流动人口的返乡意愿;接下来,采
用 2015 年 1%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进一步验证了户籍地数字经济发展确实

吸引了流动人口的实际返乡;然后切换研究视角,使用 CLDS2016 数据,发现家

乡数字经济发展会减少本地人员的实际外出务工,这表明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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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劳动力返乡不仅能“引得进”还能“留得住”。 影响机制检验发现,家乡优质

的就业创业环境、更加适配的工作机会和收入增加效应是数字经济新时代背景

下劳动力回流的主要因素。 最后,我们进一步研究家乡数字经济发展对流动人

口返乡意愿影响的异质性,结果显示,技能水平较低、在经济发达和落户门槛较

高城市流动、已婚已育和 35 岁 ~ 55 岁中年流动人口群体的返乡意愿受家乡数

字经济发展的吸引更大。
本文为探寻数字经济赋能共同富裕背景下,中国劳动力的流动新规律提供

了研究依据,政策含义十分明显。 第一,扎实推进数字乡村战略实施。 积极响

应 2022 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的“推动乡村振兴取得新进展、农业农村现代化迈

出新步伐”思想,充分发挥数字经济的普惠效应与长尾效应,借助数字化技术发

挥区域比较优势,形成当地难以复制和转移的竞争优势,整体带动乡村经济发

展,激发广大劳动者投身家乡经济建设的热情与活力。 第二,欠发达地区应该

紧抓数字经济这一机遇,尽快提升区域数字经济水平,搭建互联网新经济体广

泛吸纳劳动力。 发展数字经济是后发地区缩小差距的绝佳机会,理应充分利用

数字经济的正外部性和聚集效应,鼓励以互联网平台为依托的新就业模式和就

业形态的发展,带动地区创业和就业机会产生,提高劳动力平均收入,激发城市

发展活力。 第三,加快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劳动力流动的制度障碍,提升劳动力

要素的空间配置效率。 人口流动的动力已从单方面追求高收入转向寻求幸福

美好生活,国家应完善与流动人口相关的医疗养老社会保障制度,将流动人口

家庭纳入住房保障体系,促进流动人口随迁子女入学升学机会均等化,破除影

响劳动力流动的制度性障碍,引导各类劳动者制定合理的迁移决策,进一步释

放人口流动红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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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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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onomics)

Abstract 　 In
 

the
 

ascendant
 

of
 

a
 

new
 

round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revolution,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is
 

profoundly
 

changing
 

the
 

production
 

and
 

living
 

style
 

of
 

human
 

beings.
 

This
 

paper
 

uses
 

the
 

“ Internet
 

plus”
 

digital
 

economy
 

index
 

from
 

the
 

Tencent
 

Research
 

Institute,
 

and
 

studies
 

the
 

impact
 

of
 

the
 

hometown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on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s
 

to
 

return
 

hom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platform
 

economy.
 

We
 

find
 

that,
 

first,
 

the
 

digital
 

economy
 

in
 

origin
 

cities
 

significantly
 

increases
 

the
 

willingness
 

of
 

migrants
 

to
 

return
 

home,
 

increases
 

the
 

actual
 

probability
 

of
 

return
 

migration
 

and
 

also
 

reduces
 

the
 

actual
 

out-migration
 

of
 

local
 

residents;
 

second,
 

the
 

results
 

of
 

mechanism
 

analysis
 

show
 

that
 

better
 

employment
 

and
 

entrepreneurship
 

environment,
 

better
 

job
 

matching
 

and
 

higher
 

income
 

are
 

the
 

main
 

reasons
 

why
 

the
 

development
 

of
 

digital
 

economy
 

in
 

origin
 

cities
 

attracts
 

migrants
 

to
 

return
 

home;
 

third,
 

the
 

attraction
 

of
 

the
 

hometown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s
 

greater
 

for
 

migrants
 

with
 

lower
 

skilled
 

levels,
 

migrants
 

in
 

cities
 

with
 

higher
 

living
 

costs
 

and
 

higher
 

public
 

servi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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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resholds,
 

and
 

migrants
 

who
 

have
 

higher
 

opportunity
 

cost
 

of
 

migration.
 

This
 

paper
 

contributes
 

to
 

the
 

exploration
 

of
 

the
 

new
 

characteristics
 

and
 

rules
 

of
 

labor
 

allocation
 

in
 

Chin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in
 

vast
 

small
 

cities
 

and
 

rural
 

areas.
 

It
 

also
 

offers
 

an
 

empirical
 

reference
 

for
 

governments
 

in
 

relatively
 

backward
 

areas
 

to
 

raise
 

the
 

level
 

of
 

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to
 

broadly
 

absorb
 

labor
 

force,
 

and
 

to
 

promote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common
 

prospe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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